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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背景下反垄断法的时代使命

宁立志 龚 涛

摘 要  数字经济领域日益严峻的垄断问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反垄断热潮，理解数

字经济背景下反垄断法的时代使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反垄断执法的方向和力度。首

先，反垄断法肩负着维护经济民主的使命，它贯穿于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在当下中国集中

体现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其次，反垄断法肩负着维护政治民主的使命，数字平台通

过各种方式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权力，而技术性反垄断忽视了反垄断法的政治性基因。再次，

反垄断法肩负着促进知识共享的文化使命，“知识垄断型资本主义”严重阻碍了知识传播，要

重视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最后，反垄断法还肩负着维护劳动力市场自由竞争、保障劳动

幸福的社会使命，长期忽视劳动力市场反垄断会导致劳动者不断被剥削，我们需要在既有的

消费者福利标准外为反垄断法注入劳动者福利标准。

关键词 数字经济；反垄断法；经济民主；政治民主；知识产权；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 D91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5-0135-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141）

近年来，随着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集中，在电子商务、即时通信、生活服务等数字平台内出现了

诸如算法共谋、大数据杀熟、猎杀式收购、强制“二选一”等垄断行为，严重破坏了数字市场的竞争秩序，

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这一背景下，强化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监管成了大势所趋，中国、

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均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然而，理论界却对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

目标产生了分歧，这尤其表现为新布兰代斯学派对芝加哥学派的猛烈抨击。芝加哥学派是20世纪70年

代以来的主流反垄断理论，受此影响，反垄断执法越来越聚焦于经济学分析，注重垄断行为对消费者福

利的影响。兴起于21世纪10年代后期的新布兰代斯学派则更关注垄断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认为反垄断

是在民主基础上构建社会的关键工具和哲学基础，反垄断必须关注竞争的结构和过程，而不是消费者福

利这一特定结果［1］（P131-132）。新布兰代斯学派的观点为反垄断法注入了多元化的价值目标，本文便以

此为基础，探讨反垄断法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所承载的时代使命。理解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把握数字经济

领域反垄断执法的方向和力度至关重要。

一、反垄断法的经济使命：经济民主

反垄断是政府有目的、有意识地干预经济的一项活动。因此，数字经济背景下反垄断法的时代使命

首先是、也必然是经济上的。它不仅表现为提高经济效率的固有使命，更表现为国家通过保护自由、公

平的市场竞争秩序，防止经济力量过度集中，合理分配社会财富，从而实现经济民主。

（一） 反垄断法与经济民主的联系

相对于政治民主来说，经济民主较少受到关注。经济通常与自由相联系，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一

项基本原则，也是反垄断法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经济民主则意味着对经济自由的适度限制，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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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运用有关经济的知识来规划平等和效率，要求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2］

（P97）。也就是说，经济民主是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有机结合。

总的来说，经济民主需要通过两方面的努力来实现：一是将经济权力与权利在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

适当配置，尤其是约束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权力，保障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权；二是将经济权力

与权利在市场主体之间适当配置，即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广大消费者群体之

间合理分配经济资源。与此相对应，反垄断法在这两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反垄断法在授予

政府干预市场的权力的同时，也对这一权力施加了限制，防止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另一方面，反垄断法为

市场竞争行为划定了底线，是对私权滥用的预防和矫正，防止垄断行为损害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反垄断法对经济民主的意义，就如同宪法对于政治民主的意义。美国《谢尔曼法》被认为是世界上

第一部成文反垄断法，参议员谢尔曼（John Sherman）为了推动这部法律的通过，在国会发言时称：“如果

我们不能容忍拥有政治权力的君主，那么我们也不应容忍掌管任何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的君

主。既然我们没有臣服于君主，那我们就不应臣服于有权阻止竞争并决定任何商品价格的贸易独裁

者。”（21 CONG. REC. 2457 ［1890］）曾任美国反垄断部门负责人以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罗伯特·杰克逊

（Robert H. Jackson）对此解释道：“我们不希望政府或大企业强加任何经济或政治上的独裁，我们不希望

政府制定详细的价格管制制度，也不希望私人利益集团肆意制定价格，我们不能允许私人企业成为私人

政府，我们必须让经济体系处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控制之下。”［3］（P582）从本质上来说，经济上的反垄

断与政治上的反对独裁和专制是相通的，都是为了防止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使其拥有剥削多数

人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因此，反垄断法对

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我国而言，在实现经济民主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 数字平台垄断的经济影响

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国民经济循环的四个基本环节，然而，大型数字平台的垄断行为会严重影

响各个环节的经济民主，使得不同环节无法顺畅配合，阻碍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第一，大型数字平台的垄断行为会遏制数字市场中的生产民主。由于数字平台具有极强的网络效

应，大型数字平台占据了数字市场中的多数市场份额，本身便已形成了较强的市场壁垒，如果其采取反

竞争措施排挤具有竞争关系的中小型数字平台，可能使得他们难以达到实现网络效应所需要的阈值，从

而威胁其生存和发展，导致新平台、新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下降。此外，猎杀式收购对新平台的扼杀作用

更为明显。大型数字平台往往掌握较多的市场信息，从而能够快速识别市场威胁，先发制人地收购潜在

竞争对手。目前的互联网市场普遍呈现出一种高度集中的状态，互联网领域的一些细分市场业务往往

被少数几家头部企业所控制，这与猎杀式收购的作用密不可分。

第二，大型数字平台的垄断行为会直接或间接地抑制分配民主。一方面，垄断企业对垄断利润的攫

取直接导致了分配不平等。美国参议院在讨论刚刚通过的《谢尔曼法》时，一些参议员将垄断定价称为

“敲诈”“勒索财富”甚至“抢劫”，垄断企业通过“抢劫”使人们“穷困潦倒”，他们自己则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21 CONG. REC. 2461 ［1890］），而反垄断法可以有效限制垄断企业实施“抢劫”的能力。另一方面，垄

断企业通过控制价格，进一步加剧了分配不平等。一旦竞争被人为限制，商品价格便水涨船高，即使人

们的收入水平没有变化，其购买力也会下降。与传统行业相比，数字平台实施的垄断行为会导致更严重

的分配不公，它们能够从全球消费者手中攫取垄断利润，并通过算法共谋消除价格竞争，通过大数据杀

熟实现大小通吃，这将进一步加剧全球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趋势。

第三，大型数字平台的垄断行为会严重阻碍交换和消费环节的民主。一方面，消费者和平台内经营

者的缔约能力是受限制的。大型数字平台有单方面制定、解释、修改平台规则以及决定交易条件的能

力，消费者和平台内经营者只能同意或者拒绝，而一旦拒绝便不能进入到数字平台中，因此他们除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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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并没有其他方案。另一方面，消费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的选择是不自由的。对消费者而言，数字平台普

遍采用算法定向推送商品或服务信息，消费者能够获得的信息都是数字平台想要让消费者看到的信息，

这降低了消费者自由获取信息和自由思考的能力［4］（P62）。对平台内经营者而言，强制性“二选一”之类

的垄断行为更是直接剥夺了其自主经营权，例如在阿里巴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国市监处［2021］2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平台内经营者被禁止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展经营活动。这

同时也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自由，若消费者要想购买特定经营者的商品，便只能使用特定的数字平台。

因此，加强反垄断有助于矫正消费者和平台内经营者与平台之间的不公平市场地位，保障其自由缔约和

自由选择能力，从而实现交换和消费环节的经济民主。

（三） 反垄断法促进经济民主的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21年7月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庄严宣告，我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

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我国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一些较为突

出的问题，尤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

因素。实现平衡而充分的发展，本质上就是要实现经济民主。

在当下的中国，经济民主集中表现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它主要涉及分配环节的民主。分配

正义是人类在分配物质财富、政治权利、义务、幸福、发展机会等社会资源的活动中致力于实现的最高价

值目标［5］（P108）。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自 2003年至 2022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

系数①始终保持在0.46-0.50之间，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从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情况来看，

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之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长期超过10倍。此外，我

国还存在收入分配的城乡差距、东西差距、行业差距等问题。因此，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最核心的问

题是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明显。要克服和扭转这一趋势，我们需要推动共同富裕，它有两方面的内

涵：一是“富裕”，整体上的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这要求我们充分尊重市场机制，保障市场主

体的自主经营权，不断提高经济效率，把“蛋糕”做大；二是“共同”，这要求我们处理好经济效率与经济平

等之间的关系，防止经济资源过度集中，缩小贫富差距，把“蛋糕”分好。

反垄断法对于改善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们发现，垄断对贫困率

与贫富差距有显著影响，当市场壁垒较低、可以自由进入时，贫困率与贫富差距均会降低，但若放任垄断

存在，市场机制将始终导致财富分配不均，所以政府必须干预市场，确保市场参与者得到平等的交易机

会［6］（P135）。而大型数字平台具有前所未有的财富获取能力，更应是当下反垄断法关注的重点。在网

络效应、锁定效应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数字市场有着显著的“赢家通吃”特征，一方面是大型数字平

台及其高管积累了巨额财富，另一方面是中小型数字平台步履维艰和消费者福利被持续侵蚀。因此，加

强数字平台反垄断，充分发挥反垄断法维护经济民主作用，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一项重要

工作。

但是，仅仅强调反垄断法在分配环节的作用还不足以实现经济民主。经济民主要求对经济权力进

行制衡，并保障公民积极参与经济的权利，而不论其社会地位、种族、性别等［7］（P564）。反垄断法还需要

全方位地关注生产、消费等经济环节。市场自由竞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通过购买来表达对某种

产品及其生产者的认同，这是对企业生产决策的“民主表决”，本身即是一种经济民主的表现形式。从更

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仅仅注重经济方面的民主仍无法真正实现经济民主，还需要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

面的民主相互配合，反垄断法的时代使命也不止于经济民主。

① 基尼系数反映了居民之间的贫富差异程度，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时，居民收入过于平均，0.2-0.3时较为平均，0.3-0.4时比较合理，0.4-0.5时

差距过大，大于0.5时差距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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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垄断法的政治使命：政治民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国经济发展状况与政治民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些学者认

为，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有因果关系，如果一个贫穷的专制国家变得像发达国家一样富有，它就很有可

能发展为民主国家［8］（P27-28）。也有学者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经济状况与政治民主之间有显著的因果关

系，但是如果已经建立了政治民主，经济发展就可以稳定政治民主［9］（P92-106）。无论哪种观点更为合

理，我们都可以从既有的研究和经验中得知，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以促进

经济发展为基本目标的反垄断法，也肩负着维护政治民主的神圣使命。

（一） 反垄断法的政治性基因

反垄断法自诞生之时就肩负着维护政治民主的使命。在著名的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垄断案判决

中，哈伦（John Marshall Harlan）大法官回忆了1890年《谢尔曼法》出台之际的美国：“当时到处都有一种

普遍的、深厚的不安情绪。虽然美国已经摆脱了奴隶制，但这个国家正处于另一种试图强加于美国人民

的奴隶制的真正危险之中，即少数个人和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导致的奴隶制，他们完全控制着整个国

家的业务，包括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销售。当时人们认为这种危险迫在眉睫，所有人都认为必须坚定地

应对这种危险，并制定法律法规，充分保护人民免受压迫和侵害。”（Standard Oil Co. of New Jersey v. U.

S.， 221 U.S. 1 ［1911］）因此，《谢尔曼法》寄托了当时美国人民对于制止垄断产生的新型“奴隶制”、追求

自由和民主的美好愿景。但实际上，该法在制定之后的十多年内，并未得到有效实施。《谢尔曼法》是老

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上台后才真正启动实施的，他的目标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他认为反

垄断执法对于表明民选代表在民主国家拥有最终决定权至关重要，他将反垄断法视为化解私营经济力

量与公共权力竞争之危险的解毒剂［10］（P37-38）。

反垄断法的政治使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和日本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普遍认为，垄断

势力的支持对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德国，尽管魏玛政府于1923年颁布了《防止

经济权力滥用条例》，试图控制垄断、恢复经济，但希特勒政府建立了一个与该条例背道而驰的系统，它

要求进行卡特尔化，并把卡特尔整合到国家机器之中。纳粹的经济政策关心的不是保护竞争过程，而是

消灭它或至少把它边缘化［11］（P183）。德国的化学卡特尔法本公司（I.G.Farben）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

“与德国的战争努力深度结盟并深陷其中”，控制了德国占领地区几乎所有的化学生产，获得了巨大的利

润和市场份额，更令人憎恶的是，它奴役工人并制造了灭绝了数百万人的毒气［12］（P23）。最终，几十名法

本公司的高管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宣判犯有战争罪。基于这些事实，反垄断法被视为防止德国重新走上

战争道路的重要手段。二战结束后，同盟国迫使德国建立了有效的反垄断制度。日本的经历与德国类

似，财阀助长了日本的军队势力，鼓励日本政府走向战争。后来在美国占领官的主导下，日本制定了《禁

止垄断法》，该法的实施重点就在于解决与财阀有关的垄断问题［13］（P242-243）。

二战之后，其他国家也吸取了德国和日本的教训，纷纷修改并加强了反垄断法。20世纪中叶美国恢

复反托拉斯的运动，一定程度上便是由于担心在缺乏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美国可能走上德国的老路［14］

（P1660-1661）。例如，1950年美国制定了《反合并法案》，该法案填补了1914年《克莱顿法》的一些漏洞，

从而对企业合并施加了更严格的监管。该法案的发起人为促使法案通过，以纳粹德国为例发出警告，称

产业集中化对民主构成了极端危险。受此影响，该法案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担忧，即在国内压力较大或较

为混乱的时期，由少数垄断企业主导的经济秩序可能会导致民主制度的灭亡和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15］

（P1054）。由此，二战后的美国在反垄断问题上有了更明确的政治立场。综上可见，反垄断法有着难以

磨灭的政治性基因。

（二） 数字平台垄断的政治影响

与传统企业相比，日益庞大的数字平台引发了人们更广泛的担忧，他们不仅在商业上拥有权力，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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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新闻和人们的个人信息上拥有权力［10］（P8）。在数字平台内，资本、技术、媒体、舆论、个人信息等

与政治权力相互交织，从而深刻地影响着一国乃至全球的政治格局。

第一，平台治理权的属性从私权利向公权力逐渐转化，使得数字平台拥有了“准政治权力”。数字平

台是市场主体，平台治理权本属于私权利。但是，平台已深深地介入互联网管制、公共服务提供、政策制

定与实施中，在事实上承担着维护网络市场秩序、保障用户权益等公共职能，平台的公共属性日益凸显。

平台治理权可以对平台内其他主体的权利享有和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具有单方面影响和改变其意

志和行为的能力［16］（P116），因而呈现出权力的特征。平台的规则制定权是一种“准立法权”，规则执行权

与争议解决权是“准执法权”以及“准司法权”［17］（P44-45）。数字平台在行使这些“准政治权力”时，还可

以进一步表达其政治偏好。例如2021年1月，推特（Twitter）封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及其多名支持者的

账户，从而维护了其所认为的“公共利益”。

第二，大型数字平台可以通过媒体和算法影响政治权力。互联网中充斥着海量的信息，为提高信息

传播和获取效率，数字平台往往使用算法向用户推荐信息，即定向推送技术或个性化推荐技术。数字平

台作为算法的拥有者，成了信息与受众间重要的桥梁和纽带，掌握着信息可见性生产的出口，也就是说

它决定着人们可以看到什么、不可以看到什么，从而决定人们能思考什么、不思考什么［18］（P25）。数字平

台可以根据其自身政治偏好进行个性化推荐，从而左右民意和舆论，进而影响政治。“剑桥分析丑闻”有

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剑桥分析公司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收集了多达8700万脸书（Facebook）用户的

个人数据，建立了用户的详细心理档案，尤其是用户的政治偏好。后来，剑桥分析公司使用这些数据为

特朗普201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提供分析帮助，在各种数字平台上向不同的选民展示不同的定制信息，例

如摇摆不定的选民经常看到特朗普支持者的图片，以及关于他的对手希拉里的负面图片或新闻。数字

平台这种潜移默化又不可估量的政治影响需要我们予以警惕。

第三，大型数字平台有充足的资本和动机捕获政治权力。从域外经验可知，权力捕获的形式多种多

样，从直接的贿赂和政治献金，到报酬丰厚的未来就业机会，以及前述通过媒体和算法进行的隐性捕获。

反垄断法与权力捕获之间有何关系？答案很简单：如果一个行业的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企业之间便没有

能力采取集体行动，或者面临集体行动困境（即集体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行业集中度越高，需要协调

的企业就越少，参与利益分配的企业也就越少，他们就越有能力捕获政治权力，政治制度就可能会越腐

败——这里所说的腐败，是指一种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偏袒少数群体利益的政治制度［10］（P41）。例如

2019 年，美国加州通过了一项法律（California Assembly Bill 5 ［2019］），可能要求来福车（Lyft）、优步

（Uber）等网约车平台为司机提供全面的雇员待遇。2020年，这些平台提供了超过2亿美元的政治捐款，

促使加州通过了一项提案（California Proposition 22 ［2020］），明确允许这些平台继续将司机作为自雇

者，而不是雇员。

（三） 反垄断法政治性与技术性的平衡

数字平台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权力或“准政治权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权力总是会

自我膨胀的，如果没有很好的权力约束机制，权力最终必然会走向极端。对于政府权力的约束，我们有

较为成熟和完善的法律制度，比如宪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等；但对于数字平台权力的约束，我们并没

有形成一套系统性的法律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反垄断法可以发挥基础性作用——通过保护市场竞争，

可以防止经济资源过度集中，从而抑制数字平台影响和捕获政治权力的能力，甚至在垄断问题极其严重

时拆分平台，将其政治权力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反垄断法的政治使命并未得到重视，自芝加哥学派兴起后，反垄断执法和

司法的重点越来越聚焦于经济学分析，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被确定为消费者福利最大化。对于消费者

福利的判断标准，理论上仍存在一些争议，有学者将其等同于整体经济福利，即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福利

总和，也有学者将其限于消费者单方的福利总和，即“纯粹的消费者福利”。但无论采取何种观点，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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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福利标准都属于技术性反垄断的范畴，它依赖于经济学家提供的分析工具。受此影响，反垄断变得愈

发偏向技术性，特别是在控制合并和排他行为等领域，以及评估因果关系和衡量损害等附属领域［19］

（P585）。消费者福利标准的目的是为反垄断执法与司法提供更大的确定性与更强的科学性，然而同时

也将反垄断的控制权交给了技术专家，使反垄断法偏离了其民主根源，有学者将这种向技术官僚转变的

结果描述为反垄断的“民主赤字”［20］（P2544）。

反垄断法政治性的弱化和技术性的增强除了与反垄断理论的发展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随着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控制经济权力过度集中的相关法律的适用和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

导致绝对经济垄断继而威胁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可能性［21］（P47-48）。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诞

生时处于国家强大而企业弱小的背景下，此时强调反垄断法的政治使命便显得多此一举，但这并不意味

着反垄断法的政治性基因就此消亡。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权力受

到垄断企业或财阀的把持，而大型数字平台政治权力的膨胀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需要认真对

待垄断行为与政治影响之间的联系，这有助于在我们的时代重振反垄断法，恢复它作为一个正常运作的

民主制度中对私人权力的必要审查机制［10］（P10）。

但是把握反垄断法的政治使命并不意味着抛弃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完全摒弃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比

完全忽视反垄断法的政治性更不可取，当前的中国仍然要优化反垄断法的经济分析。毕竟反垄断法主

要关注的是市场力量，而不是政治力量本身，只有在政治力量成为创造市场力量的途径或者市场力量捕

获政治力量的时候二者才会有明显的关联［19］（P594）。反垄断法的政治使命也不意味着反垄断执法可以

突破法律的束缚，作为一种干预市场的行政行为，反垄断执法必须受到正当程序、比例原则等行政法规

则以及以市场为基础、政府适度干预等经济法规则的制约。

三、反垄断法的文化使命：知识共享

为鼓励知识创造和保护知识成果，各国建立了知识产权制度。但是在垄断利润的诱惑下，市场主体

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情形屡见不鲜。我们不能忘记，知识产权来源于人的创造，根植于人的

需求，必须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带来的有悖于公平、正义的结果。反垄断法便肩负起了这一使命，它与知

识产权制度共同发挥作用，在知识的公有与私有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保障人们自由地获取和分享知识，

从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一） 知识产权制度与反垄断法的关系

知识产权制度与反垄断法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二者有一致的终极目的，也在路径和方法上存

在一定的冲突。如何既反对知识产权滥用，又不伤及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是知识产权反垄断实践中永恒

的难题。

1.知识产权制度与反垄断法的共同目标

知识产权制度与反垄断法的目标具有一致性。虽然它们的作用机制有所差别，但二者殊途同归，作

为统一法律体系下的不同制度，共同营造出良好的竞争秩序，推动市场创新，提高经济效率，为市场经济

保驾护航。

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和竞争的激励是主动的，它通过赋予创新者合法的垄断权，让创新者能够从其

发明创造中获得经济利益。在知识产权制度下，创新成果可以免受竞争对手的随意利用，先锋企业可以

通过创新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从而居于市场的领先地位并实现“优先利润”。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后

进企业会不断进行研发和创新，从而威胁到先锋企业的领先地位。先锋企业受到潜在竞争的威胁，必须

通过进一步创新保持竞争优势。在这样的动态竞争过程中，权利独占带来的垄断并不是真正的垄断，权

利独占包含的垄断盈利，是“颁给成功者的奖金”［22］（P12-13）。

反垄断法对创新和竞争的保护是被动的、防御性的。反垄断法通过规制反竞争行为来促进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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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而一个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可以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技术创新。如果失去了反垄断法的威慑，

权利人在进行许可安排或利用其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可能不合理地阻碍某些主体使用其知识产权或者

对被许可人施加不合理限制，给市场竞争带来负面影响。因此，知识产权在提供新技术创新诱因的同

时，应在不扭曲相关市场秩序的范围内行使。

2.知识产权制度与反垄断法的潜在冲突

知识产权制度赋予了权利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专有权利，但是这些权利的边界实际上并不

清晰，权利人在行使知识产权时拥有非常大的自由行事空间。这一方面为权利人回收创新投入、获取经

济回报留下了空间，另一方面也使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谋求知识产权制度所赋予的合法垄断利润以外

的垄断利润成为可能。

知识产权制度所保护的技术方案或作品等客体，本质上都是一种信息，信息具有自由流动的特性［23］

（P2）。一旦信息进入传播领域，信息的创造主体就无法对它进行排他控制。知识产权制度的实质在于

通过法律强制性地使符合条件的信息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财产，从而赋予该类财产与物权类似的专有性，

权利人便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获得了对该财产的垄断地位。但如果其利用这种垄断地位实施排除、限

制竞争行为，以此减少或消除竞争约束，攫取不正当的垄断利益，那么知识产权的行使就违背了自由、公

平竞争的原则，理应受到反垄断法的约束。

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尤其是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高。知识

产权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已经比土地、资本等要素更加重要。随着数字产业的扩张与传统产业数字化

程度的提升，市场主体所拥有的知识产权的价值可能已经超过了传统资产的价值，知识产权成了衡量市

场主体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这一背景下，企业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问题愈发严重，对知识

产权滥用的反垄断规制也更应被关注。

（二） 数字平台垄断的文化影响

大型数字平台若滥用其凭借知识产权获取的垄断力量，会阻碍文化创新和知识传播，影响知识经济

平稳运行，最终阻碍社会文化的整体进步。

第一，大型数字平台对文化资源的垄断会损害创新者权益，减少创新诱因，使得知识产权制度的价

值目标难以实现。例如，2020年4-5月，我国某头部网络文学平台一度要求平台内作者签订极不平等的

合同，引起了作者们的不满和抵制。引起争议的合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1）将签约作品在全球范围内

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复制权、翻译权等著作财产权独家授予该平台；（2）作者与该平台由合作关

系变更为委托创作关系，但不建立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作者不享受集团福利；（3）若该平台对作品不满

意，可另找他人“续写”原作品；（4）若作者后续发布新作品，该平台享有优先签约权［24］（P9-10）。合同条

款的确定本属于契约自由的范畴，但在数字平台拥有垄断力量的情况下，契约自由便成了数字平台单方

的自由，有能力对交易相对方施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当创新者的自由被束缚，创新的成果被剥夺，创

新的动力便不复存在。

第二，大型数字平台对文化资源的垄断会提高人们获取知识的成本，阻碍知识的自由传播。2021年

以来，中国知网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市监处罚［2022］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在我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中国知网收录包括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图书等在内的90%以上

的中国知识资源，以及大量域外文献，已成为中国科研人员开展研究必不可少的学术数据库。但中国知

网高额的下载费用、不断上涨的数据库使用费以及下架维权者的学术成果等问题早已饱受诟病。2022

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中国知网予以反垄断处罚，有效维护了学术数据库领域的市场竞争。不少

外文学术数据库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国一些高校图书馆曾联合反对个别国际出版商大幅涨价行为，但

收效甚微。学术数据库提供的产品与一般商品不同，学术文献是汇集了人类智力成果的重要载体，具有

不可替代性。当大型学术数据库经营者垄断学术文献的版权资源时，便会肆无忌惮地提高其数据库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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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这不仅使公共资源受损，还抬高了学术文献的受众门槛，使得知识无法广泛传播，从而形成知识垄

断［25］（P90）。

第三，大型数字平台对文化资源的垄断会产生知识产权泡沫，影响知识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

展。物品的稀缺性是财产制度诞生的前提，但知识是不稀缺的，因为它可以被无限数量、无限范围、无限

地点地使用［26］（P6）。知识产权制度人为地创造了知识的稀缺性，使得知识成为一种稀缺商品，能够以垄

断价格出售。知识的商品化有利于经济的金融化，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比有形资产更便于流

通，与经济的金融化天然契合，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知识产权证券化。与此同时，经济的金融化促

使企业将资本投入于知识产权中，因为拥有雄厚的知识产权代表着企业拥有可观的潜在盈利能力。因

此，经济的金融化和知识的商品化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它们互相促进［27］（P1422）。但这可能会产生

严重的知识产权泡沫，因为企业总是希望对自己的知识产权收取更高的许可费，尤其是具有垄断地位的

企业，其知识产权许可费可能远高于实际价值。例如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诉高通案”（FTC v. Qual‐

comm Incorporated， 411 F.Supp.3d 658 ［2019］）中，在蜂窝通信标准的行业平均许可费率仅为0.5%到1%

的背景下，拥有垄断地位的高通却能收取5%的高额许可费率。在这种情况下，看似繁荣的知识经济实

质上是充满泡沫的。

（三） 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的再认识

在谈论知识产权制度时，我们总是下意识地联想到它激励创新的重要作用，从而自发地赋予它一种

神圣的地位，进而呼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当我们回望知识产权制度诞生和发展的过程，便会

发现它并没有那么神圣，甚至带有一丝“罪恶”。

知识产权制度之所以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壮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满足了资本家剥削

劳动者和消费者、攫取垄断利润的需要。在知识产权制度诞生之前，企业的生产经营主要依赖于工人们

自身拥有的技能和经验，但这可能会导致企业效率降低——因为知识被工人掌握，基于这种信息不对称

的地位，管理人员无法控制劳动过程。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了“科学管理”的理念，其主

要内容被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概括为三个原则：一是将劳动过程与工人技能分离，二是将思考与

执行分离，三是利用对知识的垄断来控制劳动过程的每个步骤及其执行方式［28］（P77-83）。在“科学管

理”之下，知识便从工人那里转移向了少数资本家，并以知识产权的形式被资本家所拥有。工人的劳动

变得简单化、重复化，尽管效率得到了提升，但在这种非人性化的过程中，工人几乎被降低到了动物形式

的劳动水平［28］（P78）。

在知识私有化的推动下，许多大企业的核心资产从工人转移到机器，又从机器转移到它背后的知识

产权，所以有学者提出了“知识垄断型资本主义”（Intellectual Monopoly Capitalism）的概念 ［27］（P1409）。

就像工业资本主义始于圈地运动一样，“知识垄断型资本主义”也是通过将知识“圈”在私有领域开始的，

这可以称为“第二次圈地运动”，但这两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27］（P1416）。因为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毋

庸置疑，放任自由地使用土地会导致它被过度利用而变得贫瘠，圈地运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公地悲剧

问题。但知识并不稀缺，将知识私有化非但没有防止公地悲剧的效果，反而可能产生“反公地悲剧”

问题。

“知识垄断型资本主义”是知识私有化、商品化和资产化的结果，而数字平台进一步促进了知识资产

的集中。近年来，全球市值排行榜前十的企业多数都为数字平台企业，包括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脸

书等在内，这些企业无一例外地均为知识密集型企业，它们以知识产权为基础，或多或少地垄断了各自

所在的市场。但数字平台在利用知识产权制度谋取垄断利润的同时，并没有按照知识产权制度所设想

的那样公开他们的知识。那些最有价值的新技术和知识（以及数据）是以商业秘密的形式存在的，例如

亚马逊和谷歌的搜索算法、微软的软件包和脸书的社交图谱［29］（P31）。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研究表明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确定的。有学者发现，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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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保护可以对GDP水平较高的国家和最低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对于中等收入国

家，没有发现显著的关系［30］（P700）。还有学者发现，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差别很大，

例如GDP增长与商标之间的显著性很高，但与实用新型专利似乎没有什么关系［31］（P619）。可见，单纯

地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不是明智的做法。

因此，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呼声高涨之时，我们更应该保持冷静，反思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合理地限

制知识产权，尤其是要重视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消除企业对知识流通的商业垄断，从而真正地促进

人类文明进步。这需要我们从一个以封闭的科学和封闭的市场为中心的世界向一个以开放的科学和开

放的市场为中心的世界进行彻底转变。只有当基本知识和技术不被特定企业垄断时，市场才有可能开

放，真正的竞争才有可能［27］（P1424）。

四、反垄断法的社会使命：劳动幸福

尽管经济、政治等因素对个人的影响可能是根本性的，但个人在生活中对这些问题的感受可能并不

那么明显。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劳动和工作构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因此，劳动收入的高低、劳动时间的

长短、劳动环境是否安全、是否面临失业风险等基本问题成了决定生活是否幸福的主要因素。反垄断法

也肩负着维护劳动力市场自由竞争、保障劳动幸福的社会使命。

（一）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问题

劳动与市场竞争之间存在固有的联系。第一，市场竞争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人类历史上有三次社

会大分工，一是原始社会后期畜牧业与农业的分离，二是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三是奴隶

社会形成时期商业与农业、手工业等生产领域的分离。正是人类劳动的不断分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产

生和发展，进而产生了市场竞争机制。第二，市场竞争是确定劳动价值的重要条件。被誉为“无政府主

义之父”的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某种产品只由唯一的一个制造商来提

供，这种产品的真实价值就始终是一个谜……劳动和工资可能而且应该得到保障……但如果不正确地

认识价值，工资的保障就不可能实现；而这种价值又只有借助于竞争才能发现。”［32］（P217）第三，劳动力

成本是影响商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也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提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伦敦有两种面包店，一种卖全价面包，一种卖低价面包，后者的市场竞

争力更强，但工人的无酬劳动是他们进行竞争的基础，他们“全靠欺骗公众，压榨工人，要工人劳动18小

时，而只给12小时的工资”［33］（P290-291）。但劳动者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他们拒绝延长劳动时间或者

反对降低工资，就会面临失业——由此便产生了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

就竞争角度而言，学者们一般认为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源于劳动力市场竞争不足。如

果劳动力市场是竞争充分的，雇主就不能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剥削劳动者，因为只有向劳动者支付足够

的工资才能避免劳动者转向其他工资更高的雇主［34］（P546）。但这种认识仍不够全面，劳动者的弱势地

位源于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间过度竞争与雇主间竞争不足并存的局面。由于就业机会尤其是优质就业

机会具有稀缺性，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作为卖方的劳动者群体便陷入了“囚徒困

境”，为了获得就业机会而降低自己对工资、劳动时间等方面的期望。用时下流行的词来说，这就是劳动

者之间的“内卷”。作为买方的雇主把握着稀缺的就业机会，便拥有了剥削劳动者的能力，当雇主实施某

些垄断行为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或减少就业机会时，其剥削能力便进一步获得了强化。

为解决劳动者之间过度竞争的问题，我们制定了劳动法。劳动法规定了最低工资和最长工作时间，

赋予劳动者加入工会的权利，让劳动者能够联合起来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这使得劳动力成本趋于固

化，是企业公平竞争的前提。也就是说，劳动关系从合同法中脱离出来，进行独立的强制性调整使企业

关系的矛盾由内部转向外部，从而形成企业与企业的市场公平竞争关系［35］（P61）。为解决雇主之间竞争

不足的问题，我们需要将反垄断法适用于劳动力市场。企业之间达成的互不挖人、固定薪酬等协议，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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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典型的垄断协议；企业滥用竞业限制条款、维持高强度劳动条件、大量使用外包方式雇佣劳动者而不

建立劳动关系等行为，可能属于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企业之间的合并可

能导致就业岗位减少，进一步加剧劳动力市场竞争不足的问题，因而需要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的介入。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一方面，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就业

岗位有限的条件下，劳动者之间的过度竞争更为激烈。另一方面，中国多数劳动者更偏爱“稳定”的工作

而非高薪的工作。在中国的社会传统中，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关键指标就是有无“稳定”的工作，所以

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有编制的“铁饭碗”岗位更受欢迎。这种思想也延伸到了民营企业中，

在追求“稳定”的思想之下，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纽带更加坚固，企业之间就劳动力展开的竞争也更为

缺乏。

（二） 数字平台垄断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机制，重塑了数字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数字

平台可以藉此加强对劳动者的控制，并削弱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但这可能抑制劳动力市场的活力，扩大

收入差距与社会不平等。

第一，大型数字平台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自身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充分控制劳动者和

利用其劳动力的同时，规避本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目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劳动者被赋予了独立

承包商、平台自雇者、第三类劳动者、外包人员等形形色色的身份。不论其具体身份如何，与平台之间的

法律关系如何，这些做法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平台脱离劳动法的束缚。单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企业规

避劳动关系，可以大大提升生产经营效率，并表现为产量增加、质量提升或价格降低，使得消费者从中受

益，也为股东带来了巨额利润，因此这是有利于竞争的而不是反竞争的，似乎没有反垄断法发挥作用的

空间。但实际上，不受保护的劳动者不得不在看似有效率的经济中为维持生计而苦苦挣扎，最后的结果

就是，经济确实发展了，但社会也更不平等了，这与反垄断法所追求的更广泛的社会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第二，大型数字平台拥有采取各种措施剥削劳动者的能力。苹果、谷歌等享誉全球的数字平台都曾

达成互不聘用对方员工的垄断协议（In re High-Tech Employee Antitrust Litigation， 985 F.Supp.2d 1167 

［2013］），以扼杀日益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压制不断上涨的工资，降低自身吸引和留住劳动者的成

本。更重要的是，算法赋予了数字平台进一步压榨劳动者的能力。例如，在外卖平台的系统中，配送时

间是最重要的指标，一旦超时就有严重的惩戒。为此，骑手不得不越骑越快。当算法发现大家都变快

时，就会进一步缩减配送时间。骑手只能超速、逆行、闯红灯，以牺牲安全为代价换取更快的速度。在算

法的安排下，平台的经济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这并不是通过改进技术或者创新商业模式等途径实

现的，只不过是因为算法对劳动者的控制更为严密，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卖低价面包的老板”本质上并无

差异。

第三，数字平台的用工模式使得劳动者的集体协商能力受限，进一步强化了平台对劳动者的控制能

力。一方面，网络用工形态不利于传统工会组织的形成。在数字平台中，不同工人所共存的工作场所空

间是一个虚拟的网络平台系统，这种以互联网为技术依托、无固定工作场所、相对独立的工作方式，加上

工人群体工作需求的多元化，难以为传统工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土壤［36］（P162）。另一方面，劳动者

的身份性质不明抑制了他们与平台展开集体协商的能力。由于平台与劳动者之间未建立劳动关系，劳

动者被赋予了独立承包商、平台自雇者等身份，他们是否具有建立和加入工会的法律资格便存疑。即使

建立了工会，其性质也可能被定义为行业组织，此时工会与平台进行集体协商要求提高工资报酬、改善

劳动条件，便可能构成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垄断协议。因此，具有垄断地位的数字平台可能免于反垄断责

任，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及其团体却可能违反反垄断法，这就陷入了反垄断法的“二律背反”。

（三） 劳动力市场反垄断的理念革新

从理论上来说，反垄断法理应禁止企业限制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这与反垄断法禁止企业限制产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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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竞争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从实践状况来看，反垄断执法机构很少关注劳动力市场——不仅仅

是中国，全球都是如此。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技术性反垄断理论以产品市场为背景。为了解决产品市场的垄断问

题，经济学家发展了产业组织理论，用以解释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与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了一系

列反垄断经济分析工具，但这些工具很难适用于劳动力市场。例如界定相关市场时常用的假定垄断者

测试（SSNIP）方法，即对目标产品进行小幅度、长期性的涨价，观察消费者是否会转向其他产品。在劳动

力市场中，假定垄断者测试应转变为小幅度、长期性地降低工资，观察劳动者是否会转向其他用人单位。

但实际上，劳动力是一种低弹性商品［19］（P635），由于工作往往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许多人的尊严和自我价值感是至关重要的，这意味着寻找工作的压力可能远远超出纯粹的财务压

力［37］（P51）。因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联系也远远比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联系更为稳定，假定

垄断者测试在劳动力市场中可能失灵。二是人们普遍认为保护劳动者与反垄断法的关系不大，即认为

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内部关系，主要属于劳动法的管辖范畴，反垄断法关注的是企业与竞争

者、消费者之间的外部关系。但这种认知是存在误区的，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其适用范围囊括市

场的每一个领域，劳动力市场自然也不例外。

但关注产品市场反垄断而忽视劳动力市场反垄断的做法并没有理论根据，企业在产品市场的力量

和在劳动力市场的力量对社会福利构成的危险是相同的。正如亚当·斯密所认识到的，企业通过利用产

品市场的力量和劳动力市场的力量以同样的方式获利——即通过提高价格或降低成本来增加利润。因

此，企业具有支配产品市场和支配劳动力市场的相同动机［34］（P541）。此外，劳动力市场反垄断可以弥补

劳动法实施中存在的不足。如前所述，数字平台以各种手段规避了劳动法，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规

避反垄断法，倘若数字平台滥用市场力量剥削劳动者，反垄断法可以成为保护劳动者的兜底手段。

长期忽视劳动力市场反垄断的结果就是，许多劳动力市场都趋向于集中，劳动者的工资低于本应达

到的水平，劳动者跳槽的难度越来越大，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不断延长。当前中国就业环境中普遍存在的

“996”“007”之类的过度加班现象与此不无关系。一个好的国家和好的经济应是向每个人提供充分的自

由和支持，使他们过上有意义、有成就感的生活的国家。但如果一个人在就业上完全依赖于另一个人任

意的意志，他就是不自由的［10］（P26-27）。废除阻碍人们从业自由的垄断，企业便无法压迫劳动者。因

此，我们要探索劳动力市场的反垄断，充分发挥反垄断法保护劳动者的作用。

为此，我们需要为反垄断法注入消费者福利以外的价值目标——劳动者福利。这两个目标有时候

是冲突的，因为企业损害劳动者福利的结果是降低劳动力成本，最终表现为产品价格降低，有利于提高

消费者福利。但这两个目标也具有一致性，因为劳动者本身也是消费者，劳动者福利降低尤其是劳动报

酬减少，直接导致其消费能力降低。如何协调消费者福利与劳动者福利之间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仍然

需要借助于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总的来说，反垄断执法机构需要格外关注企业之间的互不挖人、操纵工

资等协议，以及强迫劳动者签订宽泛的竞业限制协议、滥用市场力量拒绝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利用

算法压榨劳动者等行为，并阻止可能大幅度减少劳动力市场竞争、压低工资的经营者集中，即使参与集

中的经营者在产品市场上不存在任何竞争［19］（P635）。

五、结  语

早在20世纪末，尼葛洛庞帝就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预言，无形的“比特”将取代笨重的“原子”成为

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交换物［38］（P2-5）。如今来看，他的预言早已成真。可以预见，未来所有的企业都将是

数字企业，所有的经济都将是数字经济。中国的数字经济生于草莽、长于丛林，因而具有极强的创新力

和蓬勃的生长力，孕育出了一批实力较强、能紧跟甚至引领全球数字产业发展的本土企业。但是也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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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这些数字企业在监管不足、自由生长的环境下，易于滋生垄断行为，损害市场竞争秩序，数字经济

领域反垄断监管的常态化能够为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法治保障。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反垄断法不仅承担着学者们通常认为的消费者福利目标，更承载着我们对于经

济和政治民主的追求，对不受限制地汲取知识的渴望，对有尊严地劳动和生活的期许。这或许会引起一

些担忧，要反垄断法承载太多的使命是否会让它难承其重？但这种担忧是多余的，这是反垄断法应有的

责任，是它无法回避的时代问题，因为只有反垄断法才能触及这些问题的核心——社会内部的经济权力

分配问题。数字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决定人类命运的力量，小到个人的衣食住行，大到国家治理乃至

国际交往，都与数字平台息息相关。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数字平台需要更有担当，始终秉持以

用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恪守反垄断法的底线，这样人类才能迎接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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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mporary Mission of Antitrust Law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Ning Lizhi， Gong Tao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ncreasingly grave monopoly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economy has triggered an antitrust 

upsurge around the world. 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mission of antitrust law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will help to better grasp the direction and intensity of antitrust law enforcement. First of all, the anti‐

trust law shoulders the mission of maintaining economic democracy, which runs through all aspects of eco‐

nomic operation, and is embodied in the great goal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current China. Second‐

ly, the antitrust law shoulders the mission of maintaining political democracy. The digital platform obtains a 

wide range of political power through various ways, while the technical antitrust ignores the political gene of 

the antitrust law. Thirdly, the antitrust law shoulders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promoting knowledge sharing. 

"Intellectual monopoly capitalism" seriously hinders 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so attention shall be 

paid to anti-monopoly in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inally, the antitrust law also shoulders the 

social mission of maintaining free competi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ensuring the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of workers; the long-term neglect of antitrust in the labor market will lead to the continuous exploitation of 

workers. It is necessary to add labor welfare standards into the antitrust law, in addition to the existing con‐

sumer welfare standards.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antitrust law; economic democracy; political democrac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abo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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